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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考古学中骨骼表面人类齿痕特征的鉴定、研究及

其意义

韩诣深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 100871；2.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 要 骨骼上的人类齿痕对于研究史前人类生计方式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其特征模

糊、不易辨别，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研究较少。人类齿痕的发现始于民族学观察，其鉴定特

征主要由实验总结，并在如人类肉食资源获取方式、食人习俗的确认等问题中得到了应

用。人类产生齿痕动作的目的可分为消费肉食和消费骨髓骨脂，留下凹坑、穿刺等原生痕

迹和剥离、折弯末端等次生痕迹。由于消费模式的不同，人类齿痕与其他食肉动物齿痕的

主要区别在于其组合和分布位置。本文通过对骨骼表面人类齿痕研究历程的梳理，对人类

齿痕的鉴定特征进行总结，对其研究意义和未来发展进行展望，以期引起学界对此现象的

重视并为鉴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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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动物考古学研究的进展和埋藏学研究的深入，考古遗址出土的骨骼（包含动物骨

骼及人骨）表面的各种痕迹的研究和区分越发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因其可以阐释骨骼所经

历的人类改造过程、动物对骨骼的影响程度以及人类与食肉动物之间的关系等问题[1-3]。
在多数案例中，研究者一般将工具所产生的痕迹例如切割痕迹、刮削痕迹、敲砸痕迹等

归因于人类作用，而将骨表齿痕包括凹坑、线状痕迹等归因于食肉动物的啃咬[4]。然

而，随着民族学观察和实验考古的深入，部分研究者意识到将齿痕完全归因于动物啃咬

是一种“偏见”：难道人类从不啃咬骨骼吗?[5]人类齿痕与食肉类动物的齿痕具有较高的

相似性[6]，这说明已有研究中可能存在相当一部分的人类齿痕并未被区分，影响了基于

骨表痕迹进行研究的准确性。

首先，对人类齿痕特征的鉴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人类消费肉食的直接证

据，可以补充切割痕迹所不能直接体现的消费对象和过程。长期以来，古人类的肉类资

源获取方式，即人类属于“狩猎者”还是“食腐者”，是动物考古学家关注的重点[6-11]，
但以往研究将齿痕完全归因于动物，这导致部分情况下动物参与的比例被高估。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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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齿痕中鉴别出人类消费过程的齿痕有助于对人类肉类资源获取模型的准确描绘。

其次，对人类齿痕的鉴定可以拓宽研究的证据范围。在工具尚未被大量使用以及猎

物（例如鼠类等小型动物）不适合或不必利用工具进行屠宰的情况下，人类齿痕是判断

消费对象和消费方式的依据；在食人习俗的研究中，则可以通过人类齿痕直观判断人类

是否成为消费对象；食物是否经过烹饪也会影响人类齿痕的特征，因而人类齿痕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反映古人用火技术与烹饪方式的改变和进步。

此外，对于人类是否消费骨髓、骨脂的问题，以往研究多关注敲骨取髓痕迹、为提取

骨脂而粉碎的骨骼碎片特征等现象[12]，而敲骨取髓和粉碎骨骼提取骨脂主要是对较大型骨

骼的骨髓骨脂的利用方式。对于肋骨等扁骨或小型动物骨骼，直接咬开骨体吸取骨髓、咀

嚼骨松质消费骨脂可能是更方便的方式。此种利用方式下人类齿痕特征的可辨识性比敲砸

痕迹更强，对其进行研究可以拓宽骨髓、骨脂利用的证据范围，准确判断资源利用的强

度：若髓腔很小的腓骨也经历了被咀嚼以提取骨髓的过程，便可反映资源利用强度较高。

国内的动物埋藏学研究总体更重视人类工具痕迹的鉴定和辨识[7]，对动物改造尤其是

食肉动物齿痕的研究更多情况下是为了对照人类工具痕迹的比例，以推断人类对肉食资

源的获取方式[13]或死亡年龄模式[14]，动物改造在遗址埋藏研究实际应用方面较为薄弱[7]。
事实上，国际上人类齿痕的研究范式来源于动物齿痕研究。尽管人类齿痕代表考古学者

们更为关注的人类行为，但由于国内动物齿痕研究相对较少，人类齿痕辨析缺乏足够的

方法论基础。因此，尽管学者已经意识到人类也可以通过撕扯、啃咬等方式消费肉食，

但是“由于相关动作很难在骨骼表面形成可辨的痕迹”，所以对人类改造行为的研究目

前更多地局限于石器痕迹[10]。
鉴于上述重要意义，本文拟通过对人类齿痕发现和研究历程的梳理，总结目前研究

所得出的人类齿痕的鉴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期望提升其在国内埋藏学研究中的受重视

程度，为相关问题的辨识和研究提供参考。

2 民族学研究对人类啃咬骨骼现象的发现及观察

2.1 人类啃咬骨骼现象的发现

对于人类啃咬骨骼的现象，学界很早就已经发现。1871年，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就

曾经提到，当时的古生物学家已经尝试分辨人类齿痕和鬣狗齿痕，以证明原始人类存在

食人行为，但这种认定缺少明确的依据[15]。1976年，Charles Kimberlin Brain在对纳米比

亚平原地区霍屯督（Hottentot）人群的民族学观察中发现，该人群有能力在食用过程中

对骨骼表面造成“相当可观”的伤害[16]。随后，Lewis Roberts Binford也在对纽纳米特

（Nunamuit）人群的生态学观察中发现了类似的现象[17]。他在随后的研究中指出，“人类

有能力，并且几乎一定会啃咬骨骼”，且通常情况下人类的啃咬行为不太可能与典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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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动物的消费模式一致，应当是可辨认的[18]。
Diane Gifford-Gonzalez对东非图尔卡纳湖东北侧的大三尼奇（Dassanetch）人群进行

了民族学研究[19]，发现带有齿痕的骨骼上具有工具切割痕迹，齿痕分布的部位与该人群

豢养的犬类和其他食肉动物的消费习惯并不相符，且该居住点齿痕数量远多于同地区仅

被野生动物啃咬的骨骼的齿痕数量。通过此类间接证据，他认为该居住点的骨骼齿痕有

较大比例属于人类啃咬形成。

此阶段民族学研究中，研究者们逐渐通过田野调查和间接性证据意识到人类啃咬骨

骼行为现象的存在，但对人类与动物齿痕的具体区别未进行详细的分析[20]。例如，在

James S. Oliver对奥杜威峡谷FLK Zinj遗址的人类消费模式的研究中，尽管他已经意识并

观察到人类啃咬骨骼的行为[21]，但由于缺少可供辨析的实验数据，他依然将所有齿痕均

归因于食肉动物[6]。

2.2 民族考古学区分人与动物齿痕的尝试

在发现人类可以在骨骼表面产生齿痕的现象以后，民族考古学研究者进而对人类齿

痕的特征进行了观察。Matthew John Landt对中非地区博菲（Bofi）人群进行了民族考古学

研究[22,23]，发现从频率上看，除鼠类之外的动物骨骼上的人类齿痕主要分布于躯干骨部

分，这可能与人群狩猎和分配猎物的方式有关；而鼠类骨骼较低的齿痕频率则可能是由

于消费鼠类的过程不需要较大的咬合力。此外，由于大型食肉动物很难在小型动物（鸟

类、啮齿类等）骨骼表面留下齿痕（而是会完全吞下），所以在非粪便遗存的背景下发

现的小型动物骨骼表面齿痕有更大可能是人类造成的。在小型动物的范畴内，他认为人

类和食肉动物齿痕在形态和尺寸上是相似的，区别则在于损伤模式，包括痕迹位置和痕

迹类型分布等。这项区别实际上缘于消费方式的不同。

Gustavo Martínez则对亚马孙丛林的努卡克（Nukak）人群所消费的猴子和豪猪等猎物

的骨骼进行了民族考古学研究[24]。他发现，努卡克人群的消费习惯中存在咀嚼骨骼末端

以取食骨髓的行为。尽管努卡克人群存在豢养犬类的习惯，但犬类的消费会对骨骼造成

更严重的破坏；且由于人类消费的过程较快，丢弃骨骼残余的肉量少，对食肉动物缺少

吸引力，所以该骨骼遗存所表现的应当是人类消费骨骼的特征。然而，Martínez同样承

认，仅基于努卡克人群的研究并不足以总结出清晰的人类咀嚼模式。

3 人类齿痕特征的实验研究

尽管人类造成齿痕的现象由民族考古学研究发现，但鉴于民族考古学证据存在人群

本身消费习惯和猎物种类的特殊性，实验考古学研究在总结出在考古学实践中更具指导

意义的普遍特征上更为有力。

第 3 期 韩诣深：史前考古学中骨骼表面人类齿痕特征的鉴定、研究及其意义 313



3.1 实验考古学研究历程

关于人类齿痕特征的实验考古学研究始于对灵长类的动物考古学实验研究。基于石

器尚未被广泛使用之时人类的消费方式可能与猿类相近的假设，Travis Rayne Pickering对
猩猩咀嚼骨骼产生的痕迹进行了实验研究[25]。尽管结果倾向于猩猩的齿痕与食肉动物较

为相似，但他的研究依然揭示了由于行为模式的不同，灵长类与通常的食肉类动物齿痕

存在区别。Martha Tappen和Richard Wrangham则对猩猩粪便中残余的骨骼上包括齿痕在

内的特征进行了研究，其中齿痕与食肉动物的相似但尺寸更小，同时消化程度更轻[26]。
Dolores Elkin和Mariana Mondini较早地直接引入人类进行了咀嚼实验并与狐狸进行了

对比[27]。该研究认为人类和狐狸的齿痕在形态上具有相似性，但他们同时指出，鉴于人

类会使用工具，人类的齿痕多样性应当少于食肉动物。Colleen Delaney-Rivera等在对牙齿

凹坑尺寸与动物种类和体形关系的实验研究中引入了人类作为实验动物的一种[28]，其结

果显示人类齿痕与不同体形的食肉动物和杂食动物齿痕在尺寸和形态上均有重叠。尽管

人类食用样本经过烹煮，本应更容易产生较大的齿坑，但实际研究发现人类齿坑尺寸与

体形的比值比预期更小。Miriam Andrés等进一步对凹坑的观察研究显示，人类齿坑与小

型动物更为接近，但齿坑大小主要的影响因素是骨骼本身的尺寸[29]。
上述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人类齿痕与食肉动物齿痕总体的相似性，强调了已有研究遗

漏人类齿痕的可能，但未总结出人类齿痕的一般性特征。2011年，Yolanda Fernández-Jalvo
和Peter Andrews对人类齿痕特征进行了专门实验研究，使其在考古学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大大增强[30]。研究发现的主要齿痕种类包括折弯末端、圆齿状边缘、咀嚼末端（即压

碎）、穿刺和线状痕。折弯末端是由于实验者使用颊齿咬住肋骨并持握一端向上或向下

弯折以折断骨体取食骨髓而产生的，受试者表示这是最简单省力的取食骨髓的方式，通

常会伴生剥离，此现象在猩猩的实验观察中也会出现[25,31,32]。圆齿状边缘和咀嚼末端同样

在猩猩的实验观察中出现，是通过对骨骺端的咀嚼而产生的。研究者通过对圆齿状边缘

的细节观察发现：双弓形穿刺在其实验材料中多有展示，这是人类臼齿造成的特殊痕

迹；齿状边缘附近常伴生有三角形穿刺痕迹，与猩猩的圆形穿刺不同；当咀嚼幼年个体

柔软的骨骼时，骨骼末端会呈现无法测量特征的完全压碎的形态（图1）。人类门齿对骨

表的啃咬会造成肉眼很难辨认的浅线状痕迹，与食肉动物相比浅且不明显，而与啮齿类

动物具有相似性；通过扫描电镜观察发现，这种浅线状痕迹一端有人类门牙产生的半月

形凹坑，痕迹内部有咬合面的不规则形态造成的内部划痕（图2）；尽管踩踏也会产生内

部划痕，但踩踏所造成的划痕丰度更高、分布更为随机。上述齿痕种类并非均为人类特

有，但其组合方式仍然具有可辨识的特征性，例如凹坑和穿刺常出现在扁骨末端[33]。这

项研究系统地梳理了人类消费肉食产生的骨表齿痕的特征和鉴定方式，尤其是对人类折

断扁骨取食骨髓以及咀嚼骨骺以取食骨脂的痕迹进行了清晰的辨识，并在考古学材料中

获得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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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Palmira Saladié等进一步展开了实验性的定量研究[34]。进食实

验结果显示，对骨体改造过程参与最多的是门齿（撕下并切分肉食）、犬齿和前臼齿

（折断骨骼）。对于骨骺部位表面的沟状痕和掏除骨骺的现象，研究者认为其代表着不

同程度咀嚼骨骺或去除骨骺吸取骨髓造成的损伤；纵向破裂则多出现在扁骨上，沿骨胶

原线分布，是对较大平面施加咬合力造成的，常与凹坑、穿刺或线状痕伴生；凹坑则常

呈新月形。研究同时还提供了实验中各种痕迹的频率与尺寸数据。

此外，也有学者对烹饪方式对于人类齿痕特征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在Saladié等的实验

中，未烹饪的骨骼留下的改造痕迹最多，但由于其关节处韧带等组织不易食用，该部齿痕

较少；与消费骨髓和骨脂相关的痕迹更多地出现在烹制后的骨骼上[34]。Antonio Romero等在

研究中将牙齿直接在骨表造成压力或拖拽而产生的凹坑、穿刺和线状痕归类为原生痕迹，

将咀嚼或其他原因产生的齿状边缘、压碎、破裂、沟状痕等归类为次生痕迹。结果显示，

烹饪过的样本有更多的齿痕；原生痕迹在烤制的标本表面更多见，这是由于骨骼表面脆性

加大、韧性降低，但未烹饪的骨骼原生痕迹尺寸较大；破碎、齿状边缘等次生痕迹在未烹

饪样本中出现较多，这是由于生肉对骨骼附着力更强，牙齿在撕扯肉食的过程中更容易对

骨骼造成伤害。实验产生的齿痕尺寸偏大，可能是非自然条件下的消费行为的缘故[35]。该

实验与Saladié等的实验结果有一定出入，一部分可能是由于该实验并不包含消费骨髓的过

程。Caroline Funk等对经烹饪鸡骨的实验显示，水煮留下的齿痕最多，烧烤留下的齿痕最

少，这可能是因为烧烤使肉更容易从骨骼上分离，无须留下齿痕；此外，烧烤也会使得掌

图1 实验和民族学观察所发现的人类齿痕种类及特征[30]
Fig.1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tooth-mark discovered from experimental and ethological observation[30]
A. Koi人群咀嚼的长骨远端，表现出圆齿状边缘，箭头指向可测量的穿刺痕迹；B. A图中间的长骨细部可见双弓形穿刺；

C. 欧洲实验者啃咬肋骨骨干留下的穿刺痕迹，为前磨牙折弯骨体取食骨髓时留下；D. C图穿刺痕迹细部，痕迹呈三角形；

E. 欧洲实验者咀嚼幼猪肋骨取食骨髓，造成压碎

第 3 期 韩诣深：史前考古学中骨骼表面人类齿痕特征的鉴定、研究及其意义 315



骨和指骨变脆，人类食用过程中可能会将其整体消费。他们指出，痕迹的特征和组合与消

费个体的饮食习惯有较大相关性，因而总结一般性规律需要谨慎[36]。
在人类齿痕的一般特征被总结之后，部分研究者对标准的泛用性也提出了疑问。San-

tiago Domínguez-Solera和Manuel Domínguez-Rodrigo对兀鹫消费行为产生的骨表痕迹进行的

实验研究，发现其同样能产生有内部划痕的浅线状痕迹[37]；猪也能产生浅线状痕迹[38]；
而双弓形穿刺则在包括犬类的实验观察中可能出现[37]。Jordi Rosell等基于熊的磨牙形态

和前爪功能与人具有相似性，对熊消费过程产生的痕迹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熊造成的

剥离痕迹与人类剥离的特征相似。此外，由于人和熊的主要牙齿结构相似，新月形凹

坑、内部有划痕的线状痕、双弓形穿刺等人类齿痕特征在熊类齿痕中也有发现。从尺寸

上来说，熊造成的线状痕迹总体大于人类，但其他特征尺寸与人类近似[39]。
双弓形穿刺曾在Fernández-Jalvo等的研究中被认定为人类齿痕的“金标准”[30,40]。

Domínguez-Solera和Domínguez-Rodrigo声称犬类等也会产生此种痕迹，但未做详细描述或

有图像资料支撑；熊基于相似的牙齿结构造成的双弓形穿刺，其形态上呈现不对称性，

与人类相异[39]（图3）。上文所述兀鹫产生的线状痕，根据作者提供的照片，不具备新月

形凹坑作为痕迹起点的人类齿痕特征。尽管如此，需要承认的是现有研究已发现熊类的

齿痕与人类具有高度相似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熊和包括人在内的灵长类动物均可以利

图2 Gran Dolina TD6地点发现人骨上的浅线状痕迹，可见浅新月形凹坑和痕迹内部的划痕[30]
Fig. 2 Shallow scores showed on the human bone from Gran Dolina TD6; shallow crescent pit and internal

scratches could be observed[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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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爪持握骨体，其他食肉动物则缺少类似的消费方式。

3.2 人类齿痕鉴定特征

基于以上实验研究和认识，本文将人类消费肉食过程中产生的主要痕迹种类和特征

总结如下。该结果可能受各个实验的偶然性影响。

3.2.1 原生痕迹

（1）凹坑（pit）：由咬合力在皮质骨硬处施加形成的小坑，在消费肉食、骨脂、

骨髓的过程中均可产生。多种食肉动物均可能产生此类痕迹，但人类啃咬形成的凹坑较

大概率呈现半月形，亦有三角形或圆形，有时边缘形状不完整。位置多分布于扁骨、长

骨骨骺端，长骨骨干亦有分布。

（2）穿刺（puncture）：由咬合力在骨表脆弱处施加牙齿穿透皮质骨形成，多种食肉

动物均可能产生此类痕迹，但人类啃咬形成的穿刺部分呈三角形，有时边缘断裂不完整。

位置多分布于扁骨、长骨骨骺端，长骨骨干亦有分布，总体数量较其他食肉动物稀少。

（3）双弓形穿刺（double arch puncture）：啃咬形成的与牙齿形态符合的穿刺痕

迹，主要在消费骨脂、骨髓的过程中产生。熊可以产生此类痕迹，但人类啃咬会呈现对

称的形态，与熊相异。位置多分布于骨骺端，常与圆齿状边缘、穿刺伴生。

（4）线状痕（scores/liner marks）：牙齿在骨表拖拽形成浅沟，在消费肉食、骨

脂、骨髓的过程中均可产生。多种食肉动物、啮齿动物均可能产生此类痕迹，而人类啃

咬形成的线状痕尺寸相较大多数食肉动物浅短，与啮齿类动物近似，截面形态呈U形或

方形而非V形，一端有半月形凹坑，内部有浅划痕，方向与骨轴垂直或斜交。其分布位

置与肌肉附着位置相关，松质骨分布较少但有更大的深度。

3.2.2 次生痕迹

（1）折弯末端（bent end）：手折弯骨体以及颊齿咀嚼导致骨体末端折弯形态，主

图3 人类（左，来自Gran Dolina TD6）和熊（右，实验）造成的双弓形穿刺形状对比[39]
Fig. 3 The comparison of double arch puncture caused by human (left) and bear (right)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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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消费骨髓的过程中产生。猩猩、熊等动物亦可产生此类痕迹。其分布位置常见于肋

骨、椎骨棘突或横突，总与剥离伴生，常与凹坑和线状痕伴生。

（2）剥离（peeling）：手折弯骨体以及颊齿咀嚼导致骨表剥脱，出露粗糙纤维结

构，主要在消费骨髓的过程中产生。猩猩、熊等动物亦可产生此类痕迹。其分布位置常

见于肋骨、尺骨，分布频率较折弯末端高，常与凹坑和线状痕同时伴生，有时与凹坑和

线状破裂同时伴生。

（3）圆齿状边缘/锯齿状边缘（crenulated edge/saw-toothed edge）：牙齿穿刺导致边

缘呈现与牙尖符合形态或不规则形态边缘，在消费肉食、骨脂、骨髓等过程中均可产

生。多种食肉动物均可产生此类痕迹。人类啃咬产生的此类痕迹多分布于肋骨前侧或后

侧缘、肩胛骨颈侧缘、胸侧缘、脊侧缘、长骨远端等位置，常与剥离伴生。

（4）纵向破裂（longitudinal cracks）：静态咬合力增大使骨折线沿骨胶原线扩展，

主要在消费肉食的过程中产生。多种食肉动物均可产生此类痕迹。人类啃咬产生的纵向

破裂在未经烹饪的骨骼上多分布于扁骨处，经过烹饪的骨骼扁骨和长骨上均可能出现。

多个纵向破裂可能伴生骨折，常与凹坑、穿刺、线状痕伴生。

（5）压碎（crushing）：咬合力导致皮质骨在集中区域崩毁，在消费肉食、骨脂、

骨髓的过程中均可产生。多种食肉动物均可能产生此类痕迹。人类啃咬产生的压碎在未

经烹饪的骨骼上多分布于肋骨骨干及骨骺、肩胛骨处，经过烹饪的骨骼主要在长骨骨骺

端出现，尤其多出现于如动物幼体的骨骼等强度较低的骨骼上。

（6）沟状痕（furrowing）：咀嚼骨骺导致骨松质沟状缺失，主要在消费骨脂的过程

中产生。多种食肉动物均可产生此类痕迹，但人类啃咬产生的沟状痕损伤多轻微。主要

出现于小型动物骨骼，多分布于长骨骨骺，也分布于肩胛骨冈盂切迹，常与凹坑、线状

痕伴生，有时与纵向破裂、压碎伴生。

（7）掏除（scooping-out）：骨骺部分全部掏除，髓腔暴露，主要在消费骨脂、骨髓

的过程中产生。多种食肉动物均可能产生此类痕迹。人类啃咬造成的掏除多分布于肋

骨，长骨骨骺亦有分布。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孤立的痕迹种类或尺寸并不能充分认定人类齿痕的存在，基于

消费模式和生理特征进行的分布和组合分析并结合例如人类工具痕迹、环境及动物群分

布等背景信息，才能得出相对可靠的鉴定结果。

3.3 影响人类齿痕特征的主要因素

人类齿痕各项特征影响因素众多，因此辨别人类齿痕与其他食肉动物齿痕的主要指

标应当来源于形态学特征之外更本质的区别。从生理特点的角度来看，人类具有灵巧的

双手，除了可以加工使用工具外，手在进食行为中也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例如持握骨

体以辅助牙齿分离肉食，或上下拉拽以帮助咬开扁骨末端取食骨髓。由于手具有辅助作

用，且人类消费模式较少包括对长骨骨体的直接消费，而存在咀嚼骨骺取食骨脂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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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因此人类齿痕在长骨上更多地分布于骨骺端。以此方式取食骨髓的过程产生的剥离

痕迹和折弯末端的特征，属于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动物以及熊等少数动物所具有。由

于人类会使用工具取食较难打破的长骨中的骨髓，故齿痕多分布于肋骨等扁骨末端。此

外，人类的牙齿形态与大部分食肉动物具有差别，因此新月形凹坑、双弓形穿刺、周缘

未完全断裂的穿刺痕迹等也是人和熊等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

不同烹饪方式对特征会产生影响，但具有一定的不可控性。对于未经烹饪的生骨，

将肉从骨体分离的难度较高，骨体是否留下齿痕首要取决于消费者的意愿：若放弃分离

贴附于骨体的肉类资源，则骨表不会留下痕迹；若花费较大力气将肉类资源完全剔下，

则骨表会留下更多且尺寸更大的凹坑。骨骼经过烹饪后虽然通常其硬度会降低[41]，更容

易留下痕迹，但肉食资源更容易分离，这会造成留下的齿痕浅但多。经过烹饪的骨骼上

齿痕的分布同样与消费者的食用意愿有较大关系，如是否消费骨髓、是否消费较细小的

骨骼等；烹饪食物种类的不同也会极大影响人类的消费模式。

相反，多数研究显示，痕迹的尺寸尤其是最小尺寸与造成痕迹的物种的种类、体形

等关系较小，而与咬合力度、骨骼尺寸和性质的关系较大，此结论也被更大样本量的实

验证实[42]。因此，齿痕的大小不是鉴别是否属于人类齿痕的有效指标。

4 人类齿痕特征在考古学实践中的应用

4.1 不同种类动物遗存中人类齿痕的鉴定

Véronique Laroulandie较早地尝试在考古遗址的动物遗存中辨别人类齿痕[43]。其对法

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部分遗址中出土的鸟骨与现代标本进行对照，发现遗址标本中存在剥

离、凹缺破裂、穿刺等痕迹，其中穿刺常出现在长骨末端，且基本不会成组出现。这些

痕迹常与切割痕迹伴生，且不出现在跖骨上，作者认为可以排除埋藏后的因素影响，因

此人类齿痕最有可能是这些痕迹产生的原因。Ruth Blasco在对西班牙博洛莫（Bolomor）
洞穴陆龟遗骸进行的研究中，认为所有齿痕符合前人所描述的人类齿痕特征：尺寸较

小，常位于肢骨边缘部分，并伴有剥离[44]。Jessica Thompson和Christopher Henshilwood对
南非布隆伯斯（Blombos）洞穴遗址陆龟遗骸进行了研究，同样发现有剥离、压碎和凹坑

组合的齿痕，这些齿痕主要分布于较小甲壳碎片边缘或肢骨边缘，且常伴生有磨光，被

认为可能是舔舐所致[45]。
Pickering等在对奥杜威峡谷Bell’s Korongo地点羊肋骨遗存的研究中[46]，将遗址标本

与现代民族学标本进行了比较，着重探讨了剥离痕迹的意义。他们将剥离细分为三

种：①典型剥离（classic peeling）：肋骨腹侧、背侧或两侧皮质骨层呈条状缺失，多位

于胸骨端，常见于从尸体中取出肋骨等屠宰过程；②总体剥离（general peeling）：肋骨

腹侧或背侧某段长度内的皮质骨完全剥离，露出骨小梁，主要在由斧、刀具、人类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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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去除皮质骨或在折弯末端的过程中出现；③初期剥离（incipient peeling）：皮质骨层

条状剥离，但并未脱离骨体，由于是骨折的伴生现象，造成原因多样，缺少鉴定价值。

因此，典型剥离和总体剥离是人类行为结果的重要鉴定特征（图4）。同时他们指出，食

肉动物由于缺少灵巧双手，其消费对象更多的是长骨而非弯曲的肋骨。因此，有典型剥

离、总体剥离和切割痕迹等人类行为特征伴生的肋骨上的齿痕应当是120万年前的古人类

齿痕，古人类咀嚼骨骺提取营养的难度可能被高估。此外，在西班牙格兰多利纳（Gran
Dolina）遗址的研究中，研究者辨析了有蹄类和人类遗骸上齿痕的种类，其结果显示：

人类先于食肉动物接触到肉食资源；食肉动物对人类消费的有蹄类动物的残余进行过消

费，但对人类食人行为消费的人类遗骸并未进行改造[47]。这项研究证实了辨析人类齿痕

对古人类取食方式是狩猎还是食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相关研究总体较少。在关于水洞沟遗址第12地点鸟类骨骼的相关研究中，研

究者发现有46.43%的标本中出现皮质骨的剥离现象，是遗址中鸟类骨骼最为常见的骨表

改变，并认为部分属咀嚼长骨取食骨髓所致[48]。在广西左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的

研究中，研究者也尝试对人类齿痕的存在进行过鉴别[49]。对作者提供的标本照片（图5）

图4 Khoikhoi牧民屠宰、咀嚼羊肋骨产生的不同形态的剥离（比例尺=1cm）[46]
Fig. 4 Different types of peeling on the goat ribs butchered and eaten by Khoikhoi pastoralists (scales = 1cm)[46]
A. 典型剥离；B. 总体剥离；C.压碎末端，右侧伴生凹坑、线状痕迹和浅裂缝；D.咀嚼、压碎后产生的折弯边缘，这种边缘

可以用手指或牙齿抓住并向肋骨另一侧拉扯，造成剥离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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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观察可以发现：标本痕迹呈现较对称的双弓形的形态特征，但并未形成穿刺；

痕迹内部似有浅划痕；痕迹位于长骨的远端。总体而言，该痕迹总体与人类齿痕的形态

和位置特征有相似之处，但现有信息难以判断痕迹的组合情况，存在是一次孤立的啃咬

行为的可能，亦不排除为其他因素所致。我们期待未来对该标本以及更多动物遗存进行

全面的痕迹分析，进而确认人类对骨骼啃咬行为的存在与否。

4.2 人类齿痕鉴定在食人习俗研究中的应用

食人习俗在全世界多处遗址中已有发现。根据Saladié和Antonio Rodríguez-Hidalgo的
统计，欧洲发现的青铜时代及之前的遗址中有18处辨识出食人现象，其中10处有人类齿

痕的存在，这可以“确凿无疑地肯定食人行为”[50]。如前所述，19世纪的古生物学家已

经尝试用人骨上的人类齿痕证明食人习俗的存在——尽管切割痕迹等人类改造可以作为

间接证据，但这并不能排除特殊葬仪的可能，而人类齿痕在人骨上的存在是“食人习

俗”这一引人入胜的话题最直接的证据。

在鉴别性特征被研究前，人类齿痕大多是在其他证据已经指向食人现象的前提下作

为补充性描述而存在的。Tim White在确认科罗拉多州Mancos 5MTUMR-2346地点食人习

俗的过程中较早地引入了人类齿痕的辨识过程[51]。研究中对于食人习俗的认定主要来自

工具痕迹、灼烧痕迹等证据；部分标本呈现出人类咀嚼的可能，包括末端完全咀嚼（掏

除）；小型哺乳动物骨骼上的浅穿刺等。作者发现遗址内少数人骨长骨远端的齿痕与其

他遗址兔子骨骼上的齿痕具有相似性，因此认为人类齿痕在遗存中是存在的，其主要目

图5 广西左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动物遗存中发现的具有双弓形特征的“疑似人类齿痕”
（照片由陈曦授权）

Fig. 5 “Possible human tooth-mark” with double arch feature from animal remains in Beiqiu site in Neolithic
age from Zuojiang Valley, Guangxi (Copyright of CHEN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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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是取食骨脂。随后，White和Nicolas Toth在此结论的基础上，对克拉皮纳

（Krapina）的尼安德特人遗存进行了研究，发现较多腓骨骨骺端缺失的现象，这与股

骨、胫骨利用工具敲骨取髓模式不同，由此认为是人类咀嚼的结果[5]。在西班牙埃尔米

拉多（El Mirador）洞穴的人类遗存中，除屠宰痕迹、敲骨取髓的现象外，同样发现在骨

骼破碎边缘处有与猩猩或民族学研究中观察到的人类齿痕相似的痕迹，同时，遗存中缺

少其他食肉动物的典型改变，由此研究者认为人类骨骼表面的齿痕是食人行为的又一证

据[52]。此阶段人类齿痕的认定多局限于少数特征组合与实验观察的比较，且多作为工具

痕迹证据的补充，但这些研究有效地推进了人类齿痕研究受到重视的进程，其总结的人

类消费模式特征也对人类齿痕的辨析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人类齿痕特征在实验研究中被逐步总结，其在食人行为的研究中逐渐发挥重要

作用，其中高夫洞穴的研究非常具有代表性。高夫洞穴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被发掘[53]，
20世纪30年代即有学者提出遗址存在食人行为的可能[54]，随后其存在长期受到广泛的讨

论和争议[55,56]。后来，对于高夫洞穴人类遗骸上的切割痕迹[53]、将人类头骨制成头盖杯

行为[57]、人骨艺术加工改造[58]的发现强化了高夫洞穴“仪式性食人”的可能，同时证明

了洞穴遗骸受到的埋藏后的改变较少，保存情况良好。

Fernandez-Jalvo和Andrews在总结人类造成齿痕的鉴定特征的研究中已经对高夫洞穴

人类遗存中的齿痕进行了观察，认为符合他们实验总结的人类齿痕特征[30]。Silvia Bello等
对高夫洞穴人类遗骸上的痕迹进行了进一步研究[59]，他们在遗存中发现了折弯末端与剥

离、线状痕、掏除、压碎、凹坑、沟状痕和圆/锯齿状边缘等多类人类齿痕特征痕迹，其

中大多数位于扁骨区域。折弯末端和剥离常与凹坑、线状痕和压碎等痕迹伴生；凹坑多

呈新月形；线状痕基本较浅，多数不与骨骼长轴平行且少数可观察到内部划痕。这些均

符合实验观察到的人类齿痕的形态学特征。高夫洞穴的屠宰痕迹、敲砸痕迹和人类齿痕

完整地揭示了人群对于人类资源的消费方式：头骨部分被从颈椎上分离，面部被谨慎敲

打去除以保持头盖骨的完整性，头盖骨经剥离头皮制作成头盖杯，下颌骨经过剔肉和打

破取食骨髓，头骨部分不存在人类齿痕；长骨部分经过屠宰、剔肉后进行敲骨取髓；骨

骺的缺失与人类齿痕共同显示了人类咀嚼骨骺以消费骨脂的过程；鉴于例如髓腔很小的

腓骨等也经历了骨髓消费的过程，可以看出高夫洞穴对于人类作为食物资源利用的强度

较高。由于高夫洞穴良好的保存环境，其遗存展示了古人类食人现象较完整的利用方

式。而后，该研究团队又利用扫描电镜和变焦显微镜对一例骨骼表面人类牙齿造成的线

状痕与切割痕进行了观察比对[60]，发现与后者相比，人类牙齿造成的线状痕底部更宽且

粗糙，总体呈现宽浅的趋势。作者认为扫描电镜在人类齿痕形态研究中具有广阔前景。

高夫洞穴的研究是人类齿痕鉴定体系化实践的典型案例：由于较好的保存条件，骨

骼埋藏前的各种修饰和改造被良好地保存；其齿痕与实验观察产生了较好的匹配，人类

齿痕的形态、分布特征、与其他齿痕种类和工具痕迹的组合情况共同揭示了高夫洞穴古

人类食人行为的总体流程，是人类齿痕鉴定模式的一次成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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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类齿痕研究的总结和展望

人类可以在骨骼表面产生齿痕的现象至迟自19世纪被提出以来已有多年历史，但其

发展出完备的方法论并在考古学实践中得到应用至今不过十余年，其主要原因是人类齿

痕与动物齿痕具有较大相似性，为辨析带来了困难。在梳理人类齿痕研究历史的基础

上，我们得出如下认识。

5.1 人类齿痕特殊性的原因和表现

从前文可知，目前研究并未发现人类完全特有的齿痕种类。齿痕的本质是牙齿在不

同条件下以并非固定的力与骨表产生相互作用，因此形态学特征在不同物种、不同物理

性质的骨体上的呈现并不一致。研究者应当认识到，人类齿痕与动物齿痕本质上的区别

不在于形态而在于行为方式，单独的痕迹很难成为确凿无疑的鉴定指标。

人类与食肉动物消费模式的区别之一，是人类具有灵活的双手和较高的智慧，因而

具有使用火和工具加工肉类资源的能力。从食用肉食本身而言，食肉动物需要用牙齿剥

离肉食，而对人类而言，烹饪后的骨骼可以省力地从骨体分离肉食，因而此类骨骼表面

人类门牙形成的齿痕呈现浅而小的特征。若人类使用工具将肉食从骨体剔除后进行加

工，则骨体仅留下切割痕迹，而齿痕多位于工具难以完全剔除干净的肩胛骨、椎骨等部

位。在此情况下，食肉动物齿痕的分布范围和密度会与人类有较大差异。在食用骨脂、

骨髓的过程中，对于大型动物具有坚硬厚重皮质骨层的长骨，人类会使用工具敲骨取

髓、砸碎骨骺烹煮以取得骨脂[12]，因此人类齿痕在取食骨髓、骨脂的过程中仅存在于较

脆弱的肋骨、椎骨突、腓骨、指（趾）骨等部位或小型动物的骨骼上；同时，由于人类

具有灵活的双手，人类打破骨体以暴露髓腔的方式与大多数食肉动物存在区别，因而会

呈现出剥离等具有特征性的痕迹。

人类消费模式与食肉动物的另一区别，是人类几乎不会完全地消费骨骼。人类留下

的齿痕更多的是“消费肉食”的副产品，所以此类齿痕较肉食动物会呈现明显的低频

率；而人类取食骨脂的行为是对骨骺本身的消费，此类痕迹则是消费行为的直接反映。

因此，不难总结出对于利用工具剔除肉类资源进行烹饪的情况，骨干可能完全不存在肉

类消费留下的齿痕，而骨骺端可能出现因取食骨脂、骨髓产生的齿痕；若骨骺端的咀嚼

痕迹与骨体表面的切割痕迹伴生，则更可能反映人类的行为。而由于食肉动物可能完全

消费骨骼，食肉动物改造可能使小型动物骨骼被严重破坏甚至经过消化过程，因此完整

小型动物骨骼上的齿痕属人类改造的可能性相对提升。

基于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人类齿痕的几方面特征：从种类上看，双弓形穿刺、折弯

末端和总体剥离是在其他食肉动物齿痕中相对少见的种类。从形态上看，人类造成的线

状痕和沟状痕多比食肉动物浅短。从分布位置、频率和伴生痕迹来看，人类齿痕多分布

于扁骨骨体、长骨骨骺端。小型动物完整骨骼上的齿痕因大型食肉动物所致的可能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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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属于人类齿痕的可能性提升；经过烹饪的骨骼齿痕属于人类的可能性相对提升；

齿痕可能与工具痕迹伴生。需要注意的是，使用火和工具加工食物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是

逐渐推进的，因此研究中需要注意遗址的时代背景：在人类起源之初，消费模式可能与

猿类更接近，齿痕分布亦如是；对于可能和其他动物混淆的齿痕种类，结合遗址环境的

动物群背景来分析也十分重要。

5.2 研究展望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人类齿痕尽管有可辨识的特征，但辨析仍具有难度，因此

需要更多实验成果提供完备信息。首先，有必要在已有实验基础上建立东亚地区人类消

费模式下的人类齿痕特征鉴定方法，并与食肉动物齿痕进行比对。对比研究的过程在实

验设计层面需要注意：①人类实验和动物实验的可控性不同，人类实验的实验员受到实

验设计和环境的影响，呈现出的结果可能与自然条件下存在区别；②消费行为特征与个

体行为有较强相关性，在实验员的选择过程中应当兼顾不同种类（年龄、性别、体形、

饮食习惯等）的多样性，并且可能需要独立、多次的实验；③关注不同切割方式和烹饪

方式对齿痕的产生带来的影响；④“双弓形穿刺”被以往研究认为是重要的判断标准，

但已有研究多关注表面形态，后续可专门对此类痕迹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以判明此类

痕迹的判断标准及其与其他痕迹的本质区别。

在应用层面，研究者们需要意识到在现有大量研究的基础上，人类齿痕与动物齿痕

依然是容易混淆的，这要求研究者在重新审视过往结论之余，谨慎判定人类齿痕：既不

轻易下属于人类齿痕的肯定结论，也不轻易在未能分辨齿痕归属的情况下贸然按传统认

识将齿痕全部归因于食肉动物——墨守成规并不等同于“谨慎”。

在田野发掘和资料收集层面，鉴于人类齿痕常分布于小型骨骼的情况，研究者在收

集和选取研究对象时不能忽视存在表面改造的小型动物骨骼和较小的骨骼单元，以确保

研究结果的准确性；研究过程中引入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例如扫描电镜、三维重建[55]、
GIS分析[58]等，也是十分有效的方式。

从法医齿科学的角度来看，咬痕的种属鉴定乃至对个体同一性的认定已经取得大量

研究成果，但其目前对咬痕检材和样本条件有较高要求[61]，作用于骨骼这种硬质表面的

咬痕以现有技术较难进行具有足够特征点的样本采集。不过，随着学科的发展，3D数字

化识别、人工智能识别等具有更高识别精度的技术已经逐渐被引入法医学对咬痕的鉴定

过程，如果具有特征点的数据可以得到进一步积累，相信未来可以辅助考古学者对人类

齿痕进行更准确的判断。

总之，人类齿痕是一种人类行为的直接反映，在研究人类生计方式的过程中应当具

有重要地位，它拓宽了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证据与思路，使不存在工具痕迹的标本也有潜

力发挥阐释人类行为的作用。其特征的本质在于人类独特的行为方式，因此鉴定过程不能

仅孤立地关注形态，而要更加注重分布和组合方式，以期完整地复原古人类的消费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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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ntification,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 of
human tooth-marks on bone surface in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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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ntification of human tooth-mark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n the examination
of subsistence patterns among prehistoric humans. However, due to their ambiguous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iculty in discernment, few researchers in China have endeavored to distinguish human tooth
marks among animal remains. While all tool marks are human-made, it is precarious to attribute all
tooth marks to carnivores. The existence of human tooth-marks was initially revealed through
ethological investigations, while subsequent experimental research established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These criteria have been applied across various research topics, including meat resource
acquisition strategies and the verification of prehistoric cannibalism. Human tooth marks can be
produced through meat consumption and/or the ingestion of marrow and bone grease, resulting in
primary marks and secondary marks. Primary marks, such as pits, punctures and scores, are
directly caused by the force of human teeth leaving imprints on the bone surface. Secondary marks,
like peeling, bent ends, crushing and crenulated edge, are generated by chewing and other actions.
The scale and shape of tooth-marks are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bone intensity and size, as well as
the force of the bite, making it unreliable to distinguish human tooth marks from those of other
carnivores, especially small ones, based solely on these features. Theref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tooth-marks should primarily be distinguished by differences in consumption patterns
between humans and other carnivores. Humans utilize tools and fire in meat and marrow
processing, leading to a combination of tooth-marks, cut-marks and burning. In contrast, carnivores
use teeth to detach meat from large mammal long bones, extract marrows, and swallow the small
bones, resulting in a higher quantity of tooth marks on large bones and fewer on small bones
compared to humans. Humans, primates and bears possess flexible hands to hold bone ends when
applying teeth to break flat bones, resulting in bent ends, peeling, and occasionally crenulated
edges. Double arch punctures can only be created by humans and bears, with those produced by
humans being more symmetrical than those made by bears. The identification of human tooth-marks
contributes to various topics concerning prehistoric humans, including subsistence economy, diet,
consumption intensity, fire usage and cooking techniques. It is essential to note in further research
that experiments may not entirely replicate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s results can be influenced by
experimenters’ dieting habit. Therefore, repeated experiments involving various experimenters,
cooking methods and animals should be required.
Keywords human tooth-mark; subsistence pattern; zooarchaeology; taph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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